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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02][bookmark: OLE_LINK101]摘要: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动态空间杜宾计量模型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制度质量对GTFP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GTFP提升具有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群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提升均表现为积极的助推效应，对东部地区效果尤为显著，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竞次效应抑制了GTFP的改进。进一步运用门限回归模型证明制度质量作为门限变量，3类规制手段在突破门限值后分别呈现为分化效应、加速效应和收敛效应，并利用分位数模型证明3类规制手段的区域适用性。最后使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的改善是加强环境规制和提升制度质量实现GTFP改善的重要途径。中国各区域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继续发挥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形成环境规制和制度质量的合力驱动逐顶竞争，实现治污减排和技术效率改善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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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 in 30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7 to 2018, this paper uses static and dynamic spatial Dubin econometric models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GTF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GTFP has time inertia and space spillover effects, among them, market command and mas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both show positive boosting effect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the competition of command and control means the secondary effect inhibits the improvement of GTFP. The paper further uses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o prove that tak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as a threshold variable, three types of regulatory means appear as differentiation effect, accelerating effect and convergence effect after the threshold is exceeded, and the quantile model is used to prove the regional applicability of three kinds of regulation means. Finally, using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it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mprove institutional quality to achieve GTFP improvement. All regions in China should formulate targe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continu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form a joint effor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o drive top-down competition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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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1]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总量实现迅速累积，成为世界范围内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排名第一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传统发展模式的外延式和粗放式特征引致全国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面对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动力等要素的多重约束，如何通过绿色发展和转型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环境质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且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特征，单纯依靠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自主减排、主动进行绿色生产效率提升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并不强。那么，环境规制作为中国环境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否能真正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的提升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同时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接续的重要时期，传统的要素驱动方式难以维系，亟需依托完善的制度质量、政策扶持促进绿色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探究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联，明确不同规制方式的不同效果以及作用路径，解析制度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和可行路径对于维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bookmark: OLE_LINK75][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83]目前对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并未形成统一结论。Schou[1]认为环境政策长期来看是无效的，随着化石能源的枯竭，对于自然资源利用必然趋于减少，倒逼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那么环境改善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历史必然性，这是资源约束效应而并非环境政策的作用结果。Sinn[2]也提出了“绿色悖论”理论来质疑环境规制手段的有效性，认为旨在改善气候问题的行政措施会带来化石能源的加速开采，会抵消环境政策、能源结构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积极效应，所谓“好意图并不总会带来好结果” 。陶长琪等[3]通过PSTR面板平滑转移模型证明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效率的作用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存在显著适配关系，脱离能源结构升级的环境规制效率是低下的。李斌等[4]、周肖肖等[5]、原毅军等[6]证明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非线性特征，环境规制的强度会影响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跨过门槛值，由于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环保投资增速远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同时存在执行力不足、技术改善效率低下的顽疾，仍处于门槛值突破阶段，总体处在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时期。彭星等[7]、刘祎等[8]从工业行业层面证明了环境规制能够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李鹏升等[9]从企业层面得出了环境规制动态视角的生产率改进效应。已有学者的研究通常从政府行为或者偏市场管制等单一角度展开，对于作用机理的分析比较欠缺，本文将同时引入政府、市场、消费者3类行为主体的规制手段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更加完整且贴近现实。
制度质量的界定通常包括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程度、法治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财政分权程度等多个角度，反映地区社会发展的整体软约束程度。石桂峰[10]、王锋正等[11]认为制度质量在政策制定、执行与资源配置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对绿色创新技术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陈诗一等[12]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深化市场改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推动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提升。刘英基[13]实证检验了制度质量及其调节作用下的知识资本对工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其中市场化程度、契约执行度对工业绿色生产效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以及长效机制，制度质量调节下知识资本对工业绿色生产效率也具有正向提升效应。王冬理[14]认为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高效化，能够对环境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冯伟[15]认为制度质量是影响当前中国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的主要诱因。制度质量会对能源利用率的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维度的制度质量会对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密集型行业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知，各类环境规制手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对于实现绿色生产的效果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制度质量异质性，因此结合制度质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于GTFP的直接影响、作用机制和贡献程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1）将异质性环境规制手段（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群众参与型）、制度质量纳入统一研究框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究二者对绿色生产效率有无空间溢出效应，采用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时间、空间更加系统全面的分析，厘清不同因素作用效果的差异性。（2）考虑到变量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采用门限回归法以验证环境规制与制度质量对于绿色生产率的门限效应，寻求不同规制手段的适用边界。（3）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制度质量的中介效应进行剖析，探明3种规制手段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方式的异同点。
2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
[bookmark: OLE_LINK87][bookmark: OLE_LINK86][bookmark: OLE_LINK94]本文基于STIRPAT（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可拓展的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16]，参考韩峰等[17]、蔡海亚等[18]的研究，并结合本文研究重点，构建如下影响GTFP的基础模型： 
 （1）
[bookmark: OLE_LINK128][bookmark: OLE_LINK127]式（1）中：下标i和t分别为不同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GTFP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ER代表环境规制；IQ为制度质量；其余控制变量详见下文变量说明；α为常数项；β、λ为相关变量所对应的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设施等条件的发展，各类生产要素能够实现空间上的转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的核心指标会受到时空双向影响，各类非期望产出也会伴随生产过程进行地域间的扩散，因此本文将运用可以将时空双重效应包含在内的空间计量模型（静态以及动态）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2）


[bookmark: _GoBack]式（2）中：ρ为空间自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区域和时间效应，为误差项，W为空间权重矩阵，X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3]2.2  相关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0]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本文采用符合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定义Hicks-Moorsteen TFP指数，且适用于所有规模报酬情形下的精确分解。


（1）投入要素。1）劳动力采用各地区的从业人数表征。2）资本存量利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并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其中，k、i分别为资本存量和新增社会固定资产投资，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3）能源消耗。鉴于我国能源投入的数据存在被低估的情形，通常电力消耗数据相对更加准确，因此参照秦炳涛[19]的做法，利用各地区全年用电量表征能源消耗水平。
（2）产出要素，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为实际GDP，用各地区的名义GDP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数据表征。非期望产出用碳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以及PM2.5排放量三部分表征。其中，碳排放量的测算方法参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16年提出的方法；SO2数据使用30个省份的排放量表征，取自历年的统计年鉴数据；雾霾污染使用30个省份PM2.5的年均浓度表征，数据取自由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巴特尔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利用卫星搭载设备对全球气溶胶光学厚度(AOD)进行测定得到的2007－2018年的PM2.5均值，用以表示雾霾污染程度，该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由于2018年的数据仍未发布，在已有数据基础上估算了2018年样本值。
2.2.2  核心解释变量
[bookmark: OLE_LINK120][bookmark: OLE_LINK119]（1）环境规制行为（ER）。参照已有研究，将规制行为分为命令控制型（ER1）、市场激励型（ER2）、群众参与型（ER3）[20]。命令型方式参考黄寿峰[21]的研究方法，选用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与该地区工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根据经济学理论，“搭便车”、环境污染成本不一致等在内的环境外部性问题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相对失灵，为政府规制提供了空间；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为保证当地经济发展，可能会保护产能落后、资源耗费高的产业免受淘汰，寻求逐底竞争，可能会不利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并不必然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其行为取决于政府所面临的激励。市场型方式参照张博等[22]的研究方法，选取排污费用与地区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表征。作为一种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排污费的征收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对技术创新会产生一定负面的挤出效应，同时也会倒逼能源结构的改善和能源效率的提高，从而带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群众参与型方式使用各地区群众就环保问题上访次数表征，以对数形式纳入模型。
（2）制度质量（IQ）：指地区各项制度的完善程度，是涉及政府偏好、市场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衡量指标，本文参照陶长琪[23]的做法根据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将中国市场化指数这一指标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
2.2.3  控制变量。
（1）实际人均收入(PGDP)。用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来测度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引入PGDP的平方项用以测度经济增长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具有倒“U”特征，以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2）科技投入水平（RD）。用R&D投资额与GDP比值代表。节能减排技术的运用是减少碳排放、雾霾等的重要手段，研发投入越多，越能带来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最终提升绿色生产效率。
（3）能源效率（EE）。用GDP与能源使用量的比值代表。能源效率值越大，表明能源使用效率越高，越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预期系数为正值。
（4）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DP比值代表。外商投资对于GTFP影响是双向的，国外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引进会提升生产效率，而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会加剧污染，即存在“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所”两类对立假说，预期系数为正。
本文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07－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所用数据主要取自2008－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数据。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全局及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相关性全局性的检验分析，运用莫兰指数Moran’s I指数，公式如下：
  （3）
Moran’s I指数测度区域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相关程度，取值范围为−1～1，当该指数大于0时，表明区域间具有正相关性；小于0为负相关，则是负相关；若指数接近0，则表明不存在相关性。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的空间权重为0～1地理邻接矩阵W1、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2。
受篇幅所限，表1列示了在相邻矩阵条件下2007－2018年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我国30个地区的Moran’s I指数均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地区之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  
表1 2007－2018中国30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Moran’s I指数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
	P值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
	P值

	2018
	0.213
	0.009
	2012
	0.351
	0.000

	2017
	0.131
	0.081
	2011
	0.378
	0.000

	2016
	0.275
	0.004
	2010
	0.341
	0.000

	2015
	0.253
	0.004
	2009
	0.376
	0.000

	2014
	0.325
	0.000
	2008
	0.374
	0.000

	2013
	0.355
	0.000
	2007
	0.392
	0.000



3.2  空间杜宾模型计量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25][bookmark: OLE_LINK126][bookmark: OLE_LINK123][bookmark: OLE_LINK124]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认为所选取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Elhorst [24]认为相对于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更为稳健，计算过程更为简单，故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均依托于固定效应模型。表2汇报了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4、模型5～模型8分别展示了在地理相邻矩阵（W1）和经济权重矩阵(W2)条件下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根据LOG-L值判断地理相邻矩阵的回归结果优于经济矩阵，因此下文分析主要依据模型1～模型4。从时空滞后效应来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1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期生产效率确实会受到上1期的影响，具有一定时间惯性。ρ值在10%水平下均显著为正，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整体上，地理邻接矩阵下的估计系数大于经济距离矩阵下的估计系数，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扩散效应更倾向于地理邻近地区，具有蔓延式发展的时空格局。
表2  2007－2018中国30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空间计量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基础模型
	含交互项
	虚拟变量
	动态模型
	基础模型
	含交互项
	含虚拟变量
	动态模型

	L.GTFP
	
	
	
	0.777***
	
	
	
	0.845***

	
	
	
	
	(0.049)
	
	
	
	(0.049)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LNGDP
	0.107**
	0.0813*
	0.123**
	0.030
	0.098**
	0.062
	0.068
	0.033

	
	(0.042)
	(0.042)
	(0.052)
	(0.042)
	(0.040)
	(0.041)
	(0.045)
	(0.048)

	ER1
	−0.004**
	−0.058***
	−0.011*
	−0.006
	−0.003
	−0.063***
	−0.019**
	−0.006

	
	(0.008)
	(0.020)
	(0.009)
	(0.007)
	(0.008)
	(0.021)
	(0.009)
	(0.007)

	ER2
	0.034**
	0.054
	0.023***
	0.004
	0.055***
	0.058
	0.055**
	0.015

	[bookmark: OLE_LINK131][bookmark: OLE_LINK132][bookmark: OLE_LINK133]
	(0.014)
	(0.047)
	(0.025)
	(0.012)
	(0.015)
	(0.051)
	(0.026)
	(0.013)

	ER3
	0.010*
	0.067***
	0.012*
	0.062**
	0.010
	0.072***
	0.011
	0.002

	
	(0.006)
	(0.017)
	(0.007)
	(0.006)
	(0.006)
	(0.018)
	(0.007)
	(0.007)

	IQ
	0.023**
	0.190***
	0.026**
	0.018**
	0.025**
	0.212***
	0.031***
	0.018**

	
	(0.010)
	(0.048)
	(0.010)
	(0.009)
	(0.010)
	(0.053)
	(0.011)
	(0.009)

	RD
	0.081**
	0.074**
	0.070**
	0.029
	0.106***
	0.095***
	0.093***
	0.023

	
	(0.035)
	(0.034)
	(0.035)
	(0.031)
	(0.037)
	(0.036)
	(0.036)
	(0.032)

	EE
	−0.286***
	−0.276***
	−0.323***
	−0.085***
	−0.310***
	−0.294***
	−0.350***
	−0.072**

	
	(0.032)
	(0.032)
	(0.033)
	(0.032)
	(0.035)
	(0.034)
	(0.034)
	(0.032)

	FDI
	0.001
	0.0002
	0.004
	0.002
	0.004
	0.006
	0.009
	0.004

	
	(0.009)
	(0.009)
	(0.009)
	(0.008)
	(0.009)
	(0.009)
	(0.009)
	(0.008)

	ER1×IQ
	
	0.008**
	
	
	
	0.007**
	
	

	
	
	(0.003)
	
	
	
	(0.003)
	
	

	ER2×IQ
	
	0.011*
	
	
	
	0.014**
	
	

	
	
	(0.006)
	
	
	
	(0.006)
	
	

	[bookmark: OLE_LINK16]ER3×IQ
	
	0.012***
	
	
	
	−0.013***
	
	

	
	
	(0.003)
	
	
	
	(0.003)
	
	

	D×ER1
	
	
	0.033***
	
	
	
	0.044***
	

	
	
	
	(0.012)
	
	
	
	(0.013)
	

	D×ER2
	
	
	0.010*
	
	
	
	0.014**
	

	
	
	
	(0.006)
	
	
	
	(0.006)
	

	D×ER3
	
	
	0.012***
	
	
	
	0.013***
	

	
	
	
	(0.003)
	
	
	
	(0.003)
	

	D×IQ
	
	
	0.005
	
	
	
	0.010
	

	
	
	
	(0.014)
	
	
	
	(0.014)
	

	W×ER1
	−0.010*
	−0.008**
	−0.007*
	−0.012
	−0.018*
	−0.009
	−0.013
	−0.015*

	
	(0.011)
	(0.048)
	(0.016)
	(0.009)
	(0.010)
	(0.038)
	(0.015)
	(0.009)

	W×ER2
	−0.110***
	−0.132
	−0.157***
	−0.012
	−0.022
	−0.091
	−0.095*
	0.018

	
	(0.034)
	(0.103)
	(0.051)
	(0.031)
	(0.035)
	(0.104)
	(0.052)
	(0.030)

	W×ER3
	−0.010
	−0.014
	−0.014
	0.013
	−0.026
	−0.070
	−0.037
	0.001

	
	(0.014)
	(0.040)
	(0.014)
	(0.013)
	(0.016)
	(0.048)
	(0.019)
	(0.016)

	W×IQ
	0.041**
	0.052
	0.066***
	0.024*
	0.023
	0.035
	0.088***
	0.021

	
	(0.017)
	(0.048)
	(0.019)
	(0.014)
	(0.018)
	(0.037)
	(0.021)
	(0.016)

	ρ值
	0.408***
	0.420***
	0.423***
	0.244***
	0.124*
	0.132**
	0.198***
	0.074*

	
	(0.088)
	(0.088)
	(0.087)
	(0.084)
	(0.064)
	(0.064)
	(0.064)
	(0.067)

	N
	360
	360
	360
	330
	360
	360
	360
	330

	[bookmark: OLE_LINK121][bookmark: OLE_LINK122]LOG-L
	444.955
	464.501
	451.092
	459.110
	433.431
	447.194
	438.920
	455.510


注：1）***、**、* 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为t检验值。下同。

（1）命令控制型（ER1）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均为负值，表明政府干预环境管制行为并不利于GTFP水平的提升。此类规制行为多由行政部门实施管理，直接、强制性特征明显，灵活度不足，各级政府会陷入经济效益和环境改善的选择困境中，易于形成逐底竞争的现象，不利于本地生产率的提升。W×ER1估计系数为负也证明这一点，邻近地区行政环境规制强度提升1%，本地区生产效率下降−0.001%，环境治理缺乏协同减排效应。
[bookmark: OLE_LINK135][bookmark: OLE_LINK134]（2）市场激励型（ER2）对GTFP的影响系数为正，能够发挥积极的助推效应。秉承“谁污染谁治理、向污染者收费”原则的市场规制行为，旨在引导企业自主控制排污水平和治污成本，可以对行政工具进行有效补充和完善，倒逼企业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改进绿色生产技术，实现以创新补偿效应弥补治污遵循成本。
（3）群众参与型（ER3）作为隐性规制手段，公众自发参与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政府和企业迫于公众舆论和监管压力，避免政府公信力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的衰减，会间接加快环境改善举措的施行。模型4的动态估计结果显著性和系数大小均优于静态结果，反映了群众监督环境规制行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具有一定时滞效应；同时，周边地区使用3种方式（W×ER）改善环境问题均会对本地GTFP产生负面影响，表明在环境治理的过程确实存在以邻为壑等负外部性效应。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政绩考核的压力使得地方政府认为“搭便车”式的环境治理行为成为最优策略，造成环保公共品供给不足的趋底竞争现象；另一方面从微观视角考察，不符合环境治理标准的官方经济主体为摆脱监管，转向非正规经济，积极效应会被弱化和稀释。非正规经济规模的扩大会对技术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挤出效应，那么政府层面可能对环境规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环境治理便会陷入一种越治理越污染的怪圈，这也得到了张博等[22]学者的研究证明。
（4）考虑到中国东中西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加入了反映地区异质性的虚拟变量D，东部取1，中部和西部取0，结果D×ER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要大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可以归集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技术成熟，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视程度要优于中西部；同时，东部地区“腾笼换鸟”政策的推行，将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业转移到落后地区，中西部地区为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存在环境规制的趋底竞争现象，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实现绿色生产。
（5）制度质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制度质量水平的提升会对地区的绿色生产发挥积极助推效应。制度质量涉及财政分权、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展成熟度、经济开放程度等多项指标，作用机制较复杂。W×IQ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周围地区制度质量水平的提升带动本地生产率的提升，充分发挥在制度层面的协同带动优势。统计数据显示，制度质量水平较高的区域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都比较高，人口素质以及产业布局的高级化有利于巩固、扩大绿色生产规模和创新技术。D×IQ系数均为正，表明东部地区制度质量对GTFP的影响要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发达地区要通过不断提升制度质量达成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环境改善正向促进的“波特效应”。3种环境规制行为与制度质量交互项（ER×IQ）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扭转命令式环境规制行为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消极影响。
（6）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经济发展与GTFP呈显著正向促进效应。技术进步对GTFP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研发支出的增加能够通过生产技术的改善、工业技术生产率和能源生产效率的改进来达到绿色发展的目标，因此政府必须进行合理引导，逐步推进企业技术研发行为的绿色化进程。能源效率表现为稳定且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能源效率的提升未能带来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中国近年倡导的能源结构改革减少了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但对于技术改善的效果有限。因此政府在提倡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改善的同时，有效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技术研发尤为关键。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可能包括：外商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企业生产技术的改善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且跨国企业生产设备和技术对于环境标准的要求更加严苛，为绿色技术的改善提供可能性。随着考核制度向“绿色GDP”的转变，倒逼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必须兼顾对环境的影响，提高技术准入门槛，实现GTFP提升。 
3.3 门限回归分析
为探究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非线性关系，进一步运用门限回归法进行分析。考虑到环境规制行为的作用效果可能会受到制度质量的约束，将制度质量作为门槛变量、环境规制作为受影响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首先需要确定门限变量的门限值和门限个数，依次对双重、单重门限等可能情况进行分析，借助自举法（100次）对其显著性予以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具有单重门限，门限值分别为5.18和5.50,；群众参与型规制方式具有双重门限，门限值分别6.21.和9.42。 
表3  2007－2018中国30省份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门限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依赖变量
	模型检验
	门槛估计值
	P值
	BS次数/次

	制度质量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命令控制型（ER1）
	单一门槛
	5.180
	0.021
	100

	
	市场激励型（ER2）
	单一门槛
	5.500
	0.029
	100

	
	群众参与型（ER3）
	双重门槛
	6.210；9.420
	0.053；0.066
	100



[bookmark: OLE_LINK137][bookmark: OLE_LINK136]门限回归见表4所示，结果显示：（1）就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而言，当制度质量低于门槛值时，规制强度每提升1%，GTFP水平降低0.01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低水平的制度质量意味着市场成熟度、政策完善度和规范度均有待提升，规制效果大打折扣且不利于绿色创新、研发活动的开展。在跨越门槛值后，系数由负转正，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得到强化，形成良性互动。（2）市场激励型规制效果随着制度质量的强化，系数由0.001增至0.016，呈现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加速助推效应，表明制度质量是提升市场化规制效果的重要保障。（3）群众参与性规制效果随着制度质量的增长，对GTFP的促进效应为0.016，不断弱化并逐渐收敛至较低的位置0.005，甚至转为−0.010的负向影响。相较前两种方式，群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行为实施力度相对有限，可持续性较弱。制度质量低于一重门槛值的样本集中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企业的绿色生产效率均相对较弱，因此规制行为的正向边际效应显著。随着制度质量门槛值的提升，规制强度和作用效果逐步下降，突破9.42的第二重门槛值后，样本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群众参与规制方式对绿色生产率的正向效应显著下降，并转为消极的抑制效应。
表4  2007－2018中国30省份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门限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变量
	模型2
	
	变量
	模型3

	ER1(IQ≤6.420)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0.013*
	ER2(IQ≤5.5)
	0.004**
	
	ER3(IQ≤6.210)
	0.016**

	
	(0.009)
	
	(0.010)
	
	
	(0.007)

	ER1(IQ>6.420)
	0.303***
	ER2(IQ>5.5)
	0.016**
	
	ER3(6.210<IQ≤9.420)
	0.005*

	
	(0.011)
	
	(0.007)
	
	
	(0.006)

	
	
	
	
	
	ER3(IQ>9.420)
	−0.010**

	
	
	
	
	
	
	(0.007)

	N
	360
	
	360
	
	
	360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R2
	0.082
	
	0.089
	
	
	0.152



3.4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核心结果的稳定性，针对传统固定效应模型采用条件均值回归只关注均值变化，不能反映条件分布的全面信息，且易受异常值影响的问题，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条件下环境规制行为和制度质量的影响差异。在分位数模型估计中，本文选择五分位法，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所示。高于25%分位样本回归结果与前文核心结论保持一致，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分位数回归更能体现不同污染水平下异质性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的作用效果。在均值回归中，高污染和低污染两种极端情形被平均化以及权重等问题的制约，显著性和系数符号会受到影响；二是就政策适用性而言，命令型环境规制行为适用于技术生产率较高的区域，在低水平地区容易产生挤出效应。市场激励型适用范围最广，通过激发绿色发展理念，以技术集聚以及创新驱动效应保证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环境污染的改善，对于GTFP提升作用较为稳定。群众参与型适用于发展相对滞后、绿色生产率低的区域，可以对前两类政策形成有效补充。上述结论进一步印证门限回归结果。
表5  2007－2018中国30省份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5%
	25%
	50%
	75%
	95%

	ER1
	−0.007*
	−0.015*
	0.008**
	0.014**
	0.009***

	
	(0.053)
	(0.041)
	(0.069)
	(0.056)
	(0.104)

	ER2
	−0.003
	0.177***
	0.104**
	0.083*
	0.151*

	
	(0.032)
	(0.057)
	(0.068)
	(0.061)
	(0.207)

	ER3
	0.198***
	0.216***
	0.266***
	−0.252***
	−0.195

	
	(0.017)
	(0.016)
	(0.027)
	(0.053)
	(0.123)

	IQ
	−0.104***
	−0.084***
	0.097**
	0.146***
	0.423***

	
	(0.033)
	(0.026)
	(0.043)
	(0.035)
	(0.065)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3.5  中介效应分析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2]通过上述门限效应回归结果可知，异质性环境规制行为会受制度质量的影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而制度质量作为比较抽象的概念，通常在政策制定、执行与资源配置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欲对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已有研究证明制度质量能够通过要素配置驱动以及技术驱动两方面来实现[25]，因此本文选取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效率作为制度质量的替代变量进行中介分析，就制度质量的传导效应进行剖析。其中，资源配置效率使用Hsieh等[26]提出的以全要素生产率离散度来刻画，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使用上文测算的H-M绿色全要素生产指数；技术效率使用上述HM-TFP指数分解的TE指数表征。模型设定如下(以ER1为例)：
                                    （4）
     （5）
 （6）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76][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79][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9]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6所示，其中模型1～模型3、模型4～模型6、模型7～模型9分别检验了3种环境规制方式经由技术效率这一中介变量对GTFP的传导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和群众型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为正值。在模型6和模型9中在加入中介变量后，两种规制手段的估计系数大小均有所下降，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中介效应的合理性，即市场型规制和群众型规制手段可以倒逼市场主体维持自由开放的市场秩序、提供相对优质的公共服务，引导微观主体开展合理的节能减排、提质增效的绿色生产，实现逐顶竞争，最终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政府命令型手段由于各级政府逐底竞争效应显著，不利于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生产效率提升收效甚微。
表6  2007－2018中国30省份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ER1
	0.015
	0.032**
	0.018*
	
	
	
	
	
	

	
	(0.007)
	(0.015)
	(0.011)
	
	
	
	
	
	

	GTE
	
	
	−0.067
	
	
	0.043***
	
	
	0.055

	
	
	
	(0.043)
	
	
	(0.043)
	
	
	(0.043)

	ER2
	
	
	
	0.036***
	0.060***
	0.028**
	
	
	

	
	
	
	
	(0.013)
	(0.022)
	(0.017)
	
	
	

	ER3
	
	
	
	
	
	
	0.058
	0.008
	0.011

	
	
	
	
	
	
	
	(0.070)
	(0.011)
	(0.008)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7]表7展示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一中介变量的作用结果，表明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手段能够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群众型规制手段未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政府型规制通常会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对微观主体的排污以及绿色生产行为加以干预，各级政府通过经济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和流动，能够产生“短频快”的治理效果。市场型规制则能够通过灵活、多样性的考核机制实现要素结构的优化以及各类环保资源在不同区域、主体的合理规划，同时随着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可以形成对行政手段的补充和对市场化手段的有效推广。而群众型规制手段这种完全基于个人自发行为的执行效果存在一定时滞，未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7  2007－2018中国30省份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ER1
	0.015
	0.052***
	0.002**
	
	
	
	
	
	

	
	(0.007)
	(0.017)
	(0.008)
	
	
	
	
	
	

	GAER
	
	
	0.070***
	
	
	0.640***
	
	
	−0.088***

	
	
	
	(0.017)
	
	
	(0.174)
	
	
	(0.017)

	ER2
	
	
	
	0.037***
	0.022
	0.013
	
	
	

	
	
	
	
	(0.013)
	(0.026)
	(0.014)
	
	
	

	ER3
	
	
	
	
	
	
	0.058
	0.005
	0.021***

	
	
	
	
	
	
	
	(0.070)
	(0.012)
	(0.007)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  结论与启示  
环境规制能否激发绿色发展潜力是困扰中国环境治理的核心问题，制度质量作为能够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指标，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环境改善的情况。本文运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门限回归等方法分析了3种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和提升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蔓延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的动态灵活性以及群众参与型规制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发挥改善GTFP的积极作用，命令控制型手段受限于竞次以及“搭便车”现象等外部性影响，不利于技术效率提升。制度质量提升可以推动绿色技术改进。同时引入区域异质性的虚拟变量进一步证明了东部地区改进GTFP的效率更高。
[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100]（2）运用门限回归方法，将制度质量作为门限变量，拟合了环境规制对GTFP的非线性影响，命令型、市场型和群众型规制行为对GTFP的影响呈现为分化效应、加速效应以及收敛效应。最后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解析了环境规制行为以及制度质量影响GTFP的内在作用路径。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提升绿色生产率；群众参与型手段经由资源配置的间接改善效应更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可以通过技术效率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双管齐下，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分化效应表明政府在参与环境规制过程中易形成逐底竞争情形，而偏向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规制行为则更趋向逐顶竞争，触发正向的淘汰、优化机制，最终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 
上述结论给我们提示如下：（1）技术进步和污染排放的时空异质性要求制度质量水平高、环境规制效率高的地区应发挥示范效应，通过环境治理、技术帮扶等方面的区域合作，建立长效的包含环保任务在内的政绩考核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2）由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上的集聚和溢出效应，环境管制受到经济、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有必要在全局性规划的前提下构建区域性联防机制，做到环境保护的因地制宜，同时形成控制污染排放的合力；（3）在强化政府规制手段的同时，要通过引入和加强诸如碳交易政策、征收碳税和资源税等市场化手段以及群众参与的手段来倒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对于绿色生产效率的拉升；（4）持续提升制度质量，深化市场机制改革，为绿色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实现制度质量优化与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正向互动。


注释：
1)通过相关性检验证明，上述两个变量与制度质量的相关系数均大于85%，相关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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